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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邛都夷”社会发展

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1

龚伟

【摘要】“西南夷”社会发展进程受先进文化国家进程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古蜀开明王朝及

秦、西汉都对“西南夷”不断的推行国家化管理。“邛都夷”在西南夷中具有独特区位，在地理

交通方面都有典型特点。“邛都夷”社会发展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密切，南丝路在交通、贸易、

文化交流和族群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纽带作用。“邛都夷”向国家郡县制管理进程迈进的历程

中，南丝路起到不可替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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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都夷”是秦汉时期“西南夷”
2
中的一支重要族群，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和张骞两次出使西南夷，在

西南夷逐渐设置了郡县，可称为“初郡”。西汉之前，秦国灭巴蜀，也在“西南夷”设置过郡县，如载：

“邛、筰、冉、驗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
3
可见“西南夷”地区纳入国家郡县制度早至战国时期，在战国之前“西南夷”社会的组织状态还远未达到

国家的模式，是受古蜀的控制和管理。“邛都夷”社会在西汉时期当时农耕定居的社会，其社会组织如段

渝师新近研究认为是复杂酋邦社会形态。见诸文献所载，如“邛君”“粤西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

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可知“邛都夷”原初社会的状态在西汉以后还有一定程度的

延续。

战国至西汉时期是“邛都夷”社会向郡县制度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历来被史家认为是“西南夷”社

会发展最剧烈时期4。这一时期的“西南社会转型发展，即秦、汉政权在这一地区逐渐设之郡县制度，也可

以看作是“西南夷”社会跨越式迈向国家化进程。学者认为在汉文化强劲影响下，“西南夷”自身文明演

进进程被打断，成为中国文明重要的亚文明区之一
〔1〕

。这层关系昭示着“西南夷”虽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

单元和文化区，其社会发展仍与中原王朝的国家进程息息相关。学者认为当一个地区较早进人到成熟国家

时期，其拥有对这一地区的“合法化”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对司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先进国家

对后进文化人群发展的路向有改变作用
5
。“西南夷”是处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中的边缘地区，文化上粗显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一般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15BZS017)。
作者简介：龚伟，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2关于“西南夷”本文主要是指《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西南夷”，指的是不包含巴蜀在内的“西南

夷”族群及其区域。按照学人的解释，“西南夷”一词概念在先秦至汉晋时期有几次变化，大致如秦灭巴蜀

前的“西南夷”包含巴蜀，秦灭巴蜀后至西汉的“西南夷”指“巴蜀西南外蛮夷”。
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4这一时期的概述，段渝先生《四川通史》先秦卷认为是“从巴蜀之巴蜀转向中国之巴蜀”的转变时期，

见第 456-460页；黎小龙、张渝《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认为是“中国西南

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特殊时期”，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5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问题的理解及应用，谢维扬先生著文专门探讨过，参考谢维扬：《中国

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意义的理解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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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邻近的古蜀及中原王朝厂影响。这层关系，可借用谢维扬先生对中国国家进程多

元化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的阐述：“中原帝国或国家以殖民模式或浅层控制模式，将霊家制度扩

布到更广泛地区”，“迄至汉朝，中国境内的国家化进程主要还是以中原汉族王朝运用武力……使之纳入

到中原国家的进程范围”。
[2]

“西南夷”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本应指“西南夷社会自身的国家化发展。关于这一层涵义的研究，段渝

先生新著对于“西南夷”文明自身发展道路做了详尽而又丰富的论述，落实到本文具体讨论的“邛都夷”

其自商代中期至战国前期已经步人复杂酋邦社会
〔3〕

。一般而言，“西南夷”独自国家化进程没有最终完成，

受到古蜀及秦、汉的强力干预，到秦灭蜀后“西南夷”渐被纳人到中原国家化进程范围。实际上“西南夷”

国家化进程早可追溯至古蜀时期.降至战国晚期，先进国家政权在整个“西南夷”地区开启了新一轮的国家

化进程。至秦汉时期，国家政权在“西南夷”推行“大一统”的政策，其表现之一即设立边郡制度，将边

缘地区纳人国家政权的控制范围。“邛都夷”社会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实现向郡县制过渡？实与历史时

期的南方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这是本文主要的叙述内容。

—、南丝路交通体系与“邛都夷”区位

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主要指“南方丝绸之路”（下文称“南丝路”)，南丝路是从古蜀经“西

南夷”通往滇、缅、印诸地的古代商贸交通线路。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述，“南丝路”实际上有

两条。一是“西夷道”，从成都经雅安(临邛）、荥经（严道）、汉源、越西至西昌、云南。二是“南夷道”，

从成都南下乐山、宜宾（樊道）沿五尺道人滇（入滇后分两路，一路南下经红河入中南半岛，一路西向与

西夷道相汇一道抵达缅、印）；或沿五尺道经黔西北，南下黔中、由珜舸江人南越。

晚近学术界将“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划分为东、中、西三条干线，东线就是文献所载的“南夷道”

人南越一线（沿五尺道人胖舸江，可前往黔中、南越）；中线就是文献所载“南夷道”入滇一线（沿五尺

道入滇后，渡红河进人中南半岛）；西线就是文献所载的“西夷道”人缅、印一线。
〔4〕

南丝路的年代最早

可追溯至商代中晚期，如段渝先生撰文系统地将三星堆文明中的青铜器物、海贝、象牙等文化集结与南亚、

中亚文明梳理比较，指出在商代古蜀便与南亚和近东文明存在密切的交流
〔5〕

。商代中期以降，南丝路便一

直起着沟通西南地区不同族群间互相交流、贸易的作用。

自三星堆文化二期到秦灭巴蜀时,古蜀国历经鱼凫时期、杜宇时期、开明时期，这是古蜀的早期国家时

期^古蜀早期国家与中原早期国家之间联系不断,古蜀国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也代有承袭。降至

战国晚期、秦汉之际，古蜀王国被并入秦王朝，古蜀与“西南夷”被纳入到新的大一统国家政权中。“西

南夷”还要适应从古蜀王国管理区转变为大一统国家政权的边缘区。秦汉国家政权开始在“西南夷”推行

国家化管理的边郡制度。使原本复杂的“西南夷”关系愈加复杂，有的能够与国家政权很好的融合，有的

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顽强的抵制策略。这也就是司马相如所说的“流风犹微”现象：

(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於

达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
[6]

这里的“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反映汉政权与“西南夷”的交通阻隔艰险，影响到“西

南夷”边郡的治理。

“邛都夷”在“西南夷”中的区位显得特殊，大致“邛都夷”处于蜀与“西夷”“南夷”的过渡地带，

“邛都夷”以西为“西夷”诸族，自“邛都夷”而南可通“滇”。由此可见，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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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都夷”处于“西夷道”必经路段，且自“邛都夷”往东可通“焚道”，从而形成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

一条东西向支线。“邛都夷”是“西南夷”中较早加人到边郡制体系，完成跳跃式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

可知“邛都夷”在“西南夷”中具有特殊区位，以“邛都夷”为主体考察其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的进程及

其特点，有助于深人理解同期“西南夷”转向郡县体系的历史过程。

二、“邛都夷”社会跨越发展中交通要素

(一）“邛都夷”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南丝路是蜀郡通往域外的重要交通贸易路线，其“西夷道”就

是从古蜀南下至邛都（西昌）继而至滇，也可西至筰、昆明。“邛都夷”是南丝路西线的重要枢纽中心，

“邛都夷”对南丝路的开通和维持主要有如下三点突出贡献：

1.“邛都夷”为（对)南丝路开通与维持提供必备的人力资源。如有学者认为，“西南夷”既是南丝路

最初的开辟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
〔7〕

根据大石墓考古反映的历史情况，可知早在战国时期，邓人就已经在

安宁河河谷地区形成聚邑中心。而蜀郡通往“邛都夷”的“西夷道”（或称“旄牛道”）的交通道路更已

通达。《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严道县，……秦开邓来道，置邮传,属临邛。
[8]

临邛县，本有邓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
[9]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临邛、严道之间的交通状况已十分发达。秦灭蜀后，秦在“西南夷”施行“开邛

来道，置邮传”。至于文献所言“开邓来道”应指从蜀郡越“邛来山”抵达“邛都夷”“筰都”的交通路

线。对此，《华阳国志•佚文》说：

(严道县)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邛来山本名邛筰……山岩阻峻，回曲

九折，乃至山上。
〔10]

对这则史料，任乃强先生据《水经注》增补为“道通邛筰，至险……”
〔11〕

若任氏不

误，则“邛、筰”之间虽有天然的交通屏障，但两族群之间仍交流互动不断。以上史实说明早在秦灭巴蜀

之前’“邛民”就早已形成一个适宜自己的交通网络。

2.“邛都夷”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为南丝路贸易作积极的贡献。贸易交流是南丝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风格而言，安宁河河谷大石墓考古出土许多小件饰品（西郊 Ml、轱辘桥 Ml、阿荣 M3 等）与盐源盆地小

件饰品（老龙头墓地 M6、Mil)相似。两地墓葬中都出土绿松石珠、玛瑙珠，和滇文化区考古出土的琉璃珠、

绿松石珠（江川李家山 M22、M24,晋宁石寨山 M7、M13 等）相似。对此，张增祺先生研究之后，认为这些

东西很有可能是从古代西亚地区输人
[12〕

。这就告诉我们，“邛都夷”在战国时期就和滇、域外有双向贸易

关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

南可数千里……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13]

学界对“邛竹杖”尚有不同的观点。如李绍明先生认为，“邛竹杖”应是“邛人”所居地方产出的竹

杖，不必拘泥于某一特定地区。张骞在大夏所见的“邛竹杖”不能确定其产地是今邛睐山（大相岭)或小凉

山地区
〔14〕

；任乃强先生认为，“邛竹杖”是由热带常绿棕榈科省藤所制。生长在我国海南岛及云南南部。

自周秦之世，邛竹杖行销“西南夷”地区，又自邛国输入蜀巴，远达中原。古人以其似竹，而来自邛来，

称为“邛竹杖”；但邛、蜀并无此物，随商贾漫称之为邛竹杖而已
〔15〕

。虽然二者观点不司，但对于“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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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送贸易物品中的纽带作用则看法相近。不可否认，“邛竹杖”一定与“邛民”有关系，这种关系也可

指实“邛民（商）”善于利用南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将“竹杖”一物远销内外。：这同邛人大石墓中所出

土了来自西亚域外的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物现象吻合。

3.“邛都夷”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维持、管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秦时常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
6
。

秦灭后“（诸此国）皆弃此国”当指“西南夷”郄不愿和汉国家政权交往，关闭了原来通蜀郡的关溢：

因而推论，原来“西夷”族群在各自的交通路线上都有设关隘，以管理维护的交通贸易。如汉武帝元狩初

年遣汉使者求通“身毒道”时，“西夷”族群的表现：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驰，出冉，出徙，出邛、焚，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褢、昆明。
〔16〕

这一次通“身毒道”的失败，实由“氐、筰、昆明”等族群把控这交通路线的重要关隘，不放行汉使

者所致。

“邓都夷”域在设置越慯郡前，对于域内的交通贸易也常设险隘关口。如《华阳国志》载：

(严道县）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邛来山本名邛筰……山岩阻峻，回曲

九折，乃至山上。tl7〕这里涉及到的“长岭、若栋、八渡、杨母阁”就是蜀郡通往“邛都夷”的重要关隘，

在秦灭巴蜀后至设越舊郡前实由“邛都夷”掌控管理。

(二）“邛都夷”迈人国家郡县制管理进程中的交通情况

战国至西汉前期是“邛都夷”迈人国家组织进程的重要时期，“邛都夷”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是

一个“皆雖结，耕田，有邑聚”的族群，西汉武帝派军征伐南越时，并杀邛、筰君长。西汉前期“邛都夷”

还有君长，反映其社会组织状态还是一个较原始的部落族群。从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葬发掘材料来看，邓人

的社会组织也远未达到国家水平。而战国至西汉前期这段时期内，“邛都夷”历经古蜀、秦、汉，直到西

汉武帝元鼎六年在“邛都”设置越嶺郡，表明“邛都夷”在外界势力的干预下跳跃式迈入先进文化。

古蜀杜宇、开明王朝时期，开明王三世保子字对南夷有大规模的征伐，“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焚”。

杜宇王朝古蜀国疆域为“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江、绵、潜、洛为池泽，哦眉为城郭，以汶

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其中“熊耳、灵关”就是西汉越崔郡范围，也就是战国

时期“邛都夷”的范围。而这些范围一般都认为是古蜀杜宇王朝时期的王国疆域，说明古蜀开明王朝对“邛

都夷”的控制已经非常深入，也有学者通过“蜀曰邛”讨论古蜀与邛的关系，认为“邛都夷”可能就是原

蜀国居民重要构成之一
〔18〕

。

秦灭蜀后，秦对“西南夷”地区治理多有承袭古蜀经验之功。但是秦不仅仅是因袭不改，在一定程度

上还将秦国成熟的郡县制度适当的向“西南夷”地区推行。如《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曰：

6参考段渝先生《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 4期）认为：“开蜀故

徼”释读为“关蜀故徼”，繁体字“開”乃“關”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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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筰、冉、驗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
[19]

及《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頦略通五尺

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20]
。秦对“西南夷”地区推行国家治理是很成功的，并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武力征伐，

并且很好的维持了国家政权和“西南夷”之间的关系。因为政策的适宜，使得秦在“西南夷”推行国家化

管理的郡县制度，也就几乎遇不到太大的阻力。

汉兴后，虽然继承了秦朝许多国家制度，但在郡县制度上反而走了一个迂回的郡国并行道路。加之国

家政权一直注重关中地区，故对地处巴蜀之外“西南夷”地区情况相当陌生；甚至连秦时期在这一地区设

置郡县都不太知晓，反而要询问生活在蜀地的司马相如等人。西汉武帝时期国家权力逐渐向四极扩充，实

行大一统政策；加之西北匈奴之患和南方赵越之患，西汉对“西南夷”开始逐渐重视起来。这一时期，国

家政权更多是以武力征伐来拓展控制势力范围，故而造成“西南夷”与西汉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西汉

武帝数次征伐西南夷，大致是从起初尝试恢复秦设置之郡县，到初步设置“西南夷”边郡，再到最终建立

西南七郡的初步规模。其中元鼎六年，在巴蜀外“邛都夷”设置了越嵩郡标志“邛都夷”正式被纳人到西

汉国家体制内。

越嵩郡建郡之前“邛都夷”的交通贸易基本上由国家政权“浅层控制”
7
，“邛都夷”自身有一定掌控

权；汉武帝设置越嶺郡之后，才渐被汉国家政权完全掌控。在汉文化强劲干预下，“邛都夷”的交通逐渐

被纳入到官方用道上，或因地理阻或因文化隔阂，“邛都夷”的准官道交通还很不稳定，但对整个秦汉政

权来说，这已是打通“西南夷”实质性的一步。这一时期“邛都夷”交通发达，四个方向上都可以辐射西

南夷地区。

1.“邛都”往北通往蜀郡的交通路线，是“邛都夷”与蜀的交通要道。大致自临邛，经徙县（始阳）、

严道（荥经）、杨母阁、翻越“耶来山”至阑县、台登达邛都（西昌）。这条线也是南丝路“西夷道”的

一部分,到达邛都后，继续往南。沿安宁河谷地带南下经会无县、三逢县，或自会无县至大布，渡金沙江进

人滇西北地区。这条路线是南丝路干线“西夷道”的一部分，以“邛都”为中心连接蜀和滇。

2.“邛都”往东的路线是一条水路、陆路相间接的路线，也是南丝路的一条支线，这条支道连接南丝

路东线干道“南夷道”。从“邛都”往东经安上(昭觉）、美姑、马湖县，自马湖走水路（金沙江）抵达“僰

道”，“僰道”就是东线“五尺道”的重要枢纽。“邛都”往东这条路线也是秦、汉国家政权控制最稳固

的要道。如汉末“西夷道闭绝”，这条路线便成了通往越嵩郡（“邛都夷”）的要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南

征南中就是走这条路线。

3. “邛都”往西是“邛都夷”与“筰”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西向支线大致自邛都向西渡雅砻江

至定筰（盐源），这条道路也是重要的一条盐道，在明代形成了著名的闰盐道。或邛都南下至会无向西渡

雅砻江至大筰（攀枝花一带），进人“筰”范围。会无县古代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筰（大筰）势力范围，

汉武帝设置越嵩郡后，将会无县从“筰”范围纳人新的越嵩郡（邛）范围。会无县的隶属变化，反映了国

家政权在“邛都夷”推进国家化过程中，改变了“西南夷”族群间关系。

4.西向北支线也是“邛、筰”之间的要道，西向北支线这条路线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在汉代称为

“旄牛道”。“牦牛道”指从古蜀（成都）经临邛(雅安）、严道（荥经）、越邛筰山到祚都，自筰都往南

经阑县、零关道、抵达邛都。或“到汉源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

（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当时是牦牛王部中心）。”
〔21〕

在唐代自今汉源往西如人藏的这条古道也是

7“浅层控制”见于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浅层控制模式……在基本不改变当地土著固有的前

国家制度的情况下,使这些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中原王朝或国家的控制。”(书中 498 页），实际上在西汉

“越嵩郡”建立之前，“邛都夷”与秦、汉国家政权的关系大致处于这种“浅层控制”关系，期间“邛都夷”

的交通贸易自然也是受秦、汉国家政权的“浅层控制”。



6

川茶人藏的干道“黎州路”。牦牛王部落与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木雅草原可南达定筰(盐源）。这条古

道连接着古蜀、邛（临邛、邛都）和筰（筰都、定筰）。在古蜀王国时期，这条沿线重要据点“临邛”“严

道”都是受蜀国控制的，在这一地区发现大量战国至汉代的古蜀青铜兵器和巴蜀印章，可以印证古蜀国对

这一地区的国家化管理，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进程。

总之，“邛都夷”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的进程，是以“邛都”设置越嶺郡为其标志。设郡前的邛交通

线路及功能应有承袭，如新国家政权会利用“邛都夷”自身及古蜀治理的经验，对“西夷道”沿线的维持

和治理相当用心，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司马相如在“西夷”设置一都尉十余县，为而后的越嵩郡设置

做好铺垫。设置越嵩郡后，新国家政权可以利用“西夷道”对沿线的丰富资源攫取，并改变了相应族群关

系。如汉政权将“会无县”从“痄”势力范围划入越嵩郡，对“会无县”的铜矿资源及“定筰”的盐资源

都设法占有。

三、“临邛”对“邛都夷”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临邛”历来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约物产资源而成为南丝路门户和贸易枢纽。无论是古蜀

王国，还是秦、汉政权，他们都非常重视这座南丝路的枢纽门户。“西南夷”能被纳入到国家政权管理中，

“临邛”发挥了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临邛……从布濮水来合（火）文井江。有火井……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有

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合烧之，成流支铁，甚刚。……汉文帝时以铁铜（山）赐侍郎邓通。
〔22]

古代临邛有丰富的盐矿、铁矿、铜资源。又：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本有邛

民”说明在秦灭蜀之前，邛人在这一地区生活：二的：秦灭蜀后很快就控制了临邛，张仪在临邛很快就筑

造城池。

《华阳国志•蜀志》载：

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垦。而（笔者按,任乃强先生改为：门）置观楼射蘭。
〔23〕

秦国家政权如此重视“临邛”，除了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外,其丰富的矿藏资源更是国家政权看重的。

“临邛”的地理位置上也很重要。“临邛”任―：逄先生解释为“临近邛筰山”
〔24〕

，邛筰山就是今：

相岭(又称泥巴山）。“临邛”以北是成都平原；临邛正好处在成都平原与川西山地的地理分界线上。“临

邛”西南是“筰”活动区域；以南临近“邛都夷；北就是古蜀、秦汉蜀郡。《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临邛

县，本有邛民”,古代临邛县，大致包括今蒲江、邛崃、大邑等地〔25〕。秦灭巴蜀之前的“临邛”曾是邛

人活动的北界。“邛都夷”“筰都夷”与蜀郡三者在“临邛”交汇，形成一个古代西南地区贸易枢纽。

“临邛”在秦灭蜀之前和“邛都夷”的关系极密切，随后被秦汉设置的蜀郡纳人，“临邛”和“邛都

夷”的联系也一直不断，“临邛”作为“邛都夷”北部的重要交通出口，连接着“邛都夷”与蜀之间的贸

易交流。古蜀与秦、汉政权对“邛都夷”的“流风”政治活动具体如何，可以从“临邛”地位变化中窥见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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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葬反映了古代“邛都夷”生活状况，其早期出土器物中包含了北方草原青铜文化、

川西青铜文化、滇西和滇文化等文化因素。但却极少见到有巴蜀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反

映出这一时期“邛都夷”与古蜀文化之间的交流少，这种现象，应当是蜀与邛之间竞争关系所致。《华阳

国志•蜀志》：“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保子帝是开明三世,青衣指的是今青衣江流域的芦山县、

宝兴县、庐定县域金川县
〔26〕

。可见保子帝时蜀有一股强势南下的军事活动；“临邛”很有可能就是在开明

王朝时期就已经被蜀占据，邛也极有可能就是在开明王朝时期就南退，不在邛筰山以北活动了。

如《华阳国志•佚文》：

邛筰山，邛人、筰人界也，邛人自蜀入，度此山，道甚险，南人毒之曰“邛来”。
[27]

邛人由邛筰山以北退至以南，与开明时期蜀向南有强行的军事活动有关。邓人退人“邛筰山”以南后，

与蜀的交流就少了。一方面蜀占据了“临邛”，掌握了原来邓人的盐、铁、铜等资源；另一方面蜀人把“邛

都夷”人逼离到“邛筰山”以南，蜀、邛相仇，交流自然稀疏。

秦灭蜀后，张仪筑“临邛”城，秦、汉国家政权历来重视“临邛”重要地位。如秦灭蜀后，希翼自南

向东对楚实行战略包抄，而打通“西南夷”必须先要重视“临邛”。汉替秦后，汉王朝也极力在“西南夷”

地区开疆辟土，自蜀南下“西南夷”地区必经“临邛”。秦汉时期安宁河流域考古出土发现越来越多的中

原文化因素，如大石墓拉克四合 M8 出土铁指环、“四铢半两”钱和印章等，据学者研究将这一时期断为西

汉末
[28〕

。秦汉国家政权在西南夷地区反复经营，“西南夷”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越加密切，使南丝路的

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南丝路的重要门户“临邛”其地位自不待言。

结论

中国早期国家进程中，“西南夷”一直都是处在边缘位置，其自身走向文明社会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受

到中原或邻近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秦、汉国家政权在“西南夷”地区推行边郡制度是早期国家化向外扩

充的重要表现，见诸“西南夷”地区，“南方丝绸之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有着重要纽带作用。战国至西

汉前期“西南夷”渐被纳人先进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中“邛都夷”如其他少数族群一样，在不同阶段

与新国家政权的关系起伏不定，这种反复变化的边区关系可用司马相如“政教未加、流风犹微”来概括之。

“邛都夷”在“西南夷”区位非常重要，且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布局中地位特殊，使得“邛都夷”迈入

先进文化的进程中特点明晰。如“邛都夷”因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对南丝路的维持、治理的经验，使得“邛

都夷”与先进文化的接触中占得先机。并且“邛都夷”交通是在整个“南丝路”交通体系下形成了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上辐射交通网，如此更能很好替先进文化联络“西夷”“南夷”地区。相应地“邛都夷”

在“西南夷”转向郡县体系的国家管理进程中，成为了重要的前方基地，其政治和经济地位愈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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